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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聆听”与“透视”：简论中西叙事阅读理论的
方法论差异 *a

刘亚律

摘　要：“聆听”与“透视”是中西叙事阅读理论在方法论领域

的某种差异。这种差异源自中西叙事阅读的目标与传统之间的张力关

系。中国叙事文学强烈的伦理意向性，决定了其阅读目标是“通作者

之意”，从而将体情察意置于突出位置，西方叙事学是一种具有宏阔

性特点的阅读理论，其目标重在发现叙事作品的内在关系范式；由于

重视教诲意义与体情察意，中国的叙事阅读传统强调诉诸听觉的“聆听”

活动。科学实证主义传统则令西方叙事阅读更具客观的“透视”精神；

中国叙事阅读的“聆听”方式大致有“循声察旨”“依声寻味”“因

声求气”以及“因默入神”等类型，西方叙事理论主要奉行语言学模式，

在综合运用演绎法、分类法与图示法的“透视”过程中烙有鲜明的视

觉主义印记。过于倚重科学主义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式微，是视觉中

心主义地位终将动摇的理论“寓言”。恢复阅读感觉领域的“生态平衡”

在当下具有重要意义。

关键词：“聆听”　“透视”　阅读　方法论　差异

阅读是文学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，文本的意义必须通过阅读

活动才能得以彰显，没有阅读参与的文学活动不可想象。经由阅读活

动而获得的认知理解，一方面当然受读者的知识储备、认知结构及生

活境遇等因素的影响，另一方面也必定为其采用的方法论所制约，某

 *　本文项目来源：2016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”（16ZDA195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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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，后者的影响作用可能更具决定性。考诸中西叙

事阅读理论，本文认为，“聆听”与“透视”是二者在方法论上的最

大差异：中国叙事阅读理论强调“聆听”，认为“聆听”才是通达作

者心意的必由之路；西方叙事阅读理论则强调“透视”，要求以严谨

科学的精神来演绎提取叙事作品的内在结构与关系类型。方法论差异

的背后潜藏的是中西叙事阅读目标与阅读传统的复杂张力关系。

一

且让我们从中西叙事阅读目标的差异性说起。

众所周知，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风骚独领，具

有压倒性的力量优势，其核心是要建立以个人道德品质为基础，以道

德关系为调节手段的等级秩序，而师法圣贤，体察圣人心意，进而达

到与圣人心意相通的精神境界，则是达成该目标的重要途径。孔子说

“诵诗读书，与古人居；读书诵诗，与古人谋”，a 一个“谋”字，便

将与古人发生精神沟通的意思和盘托出；子思倡“学必由圣”之说，

规定了阅读的目标走向；荀子要求阅读应该“始乎诵经，终乎读《礼》，

其义则始乎为士，终乎为圣人”（《荀子·劝学》），“宗经”“征

圣”的意思呼之欲出。至于孟子的“以意逆志”与“知人论世”之说，

更是指明了体察圣贤心意的实践路径。儒家这种伦理优先的原则直接

决定了从经籍、史传到小说的文本意向性：b 在经籍，是要体察圣贤幽

微的情志抱负，激发读者见贤思齐之心。王符说圣人“以其心来造经

典”，后人亦应“以经典往合圣人心”（《潜夫论·赞学第一》）；

程颐主张阅读时“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，与圣人所以同心”（《二

a　薛安勤注译：《孔子集语译注》，长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96 年，第 16 页。 

b　“文本意向性”这一概念借自赵毅衡教授的《广义叙述学》。按赵毅衡教授之意，该概念意指

任何文本都对接受者如何解释自己提出要求。参看赵毅衡：《广义叙述学》，成都：四川大学

出版社，2013 年，第 24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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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十五）；朱熹要求在阅读的“思虑隐微之间，

每每加察”，以吾心“合于圣贤之言”（《朱文公文集·答林伯和》），

说的都是这个意思；在史传，就是要寻绎史家的讽谏意味，领会其为

国家治理提供得失借鉴的良苦用心：既然“史之为务”是“申以劝诫，

树之风声”，“不掩其瑕”的“直书其事”往往容易招致“恶名披于

千载”，那么，后人自当从影影绰绰的曲笔深处去一探背后的微言大

义。这一点，还是刘知几说得透彻：“学者苟不能探颐索隐，致远钩深，

乌足以辩其利害，明其善恶？”a 至于小说，由于它本来就是自史传的

母腹中化育而来，自然先天“遗传”了母体的思想烙印，只是其意向

性从史传朝向统治阶级的讽谏意味，转变为朝向普通民众的教化意义

罢了。不难看出，中国的叙事阅读观念认为“作者之意”有重于“览

者之心”，其目标重心是“通作者之意”，即发现与挖掘作者（圣人、

史家与小说家）的思想、抱负与情怀，通过调动读者的心理认同与价

值认同，进而发挥其叙事对个人与社会的伦理教诲功能。小说评点的

出现是中国叙事阅读史上的一件大事，即便如此，它对作者之意的偏

好也没有根本性改变，只不过在尊重伦理意义的前提下，把作者之意

的范围加以拓展，由精神之“意”更多延伸到技巧之“意”上来（如

语词运用、情节照应、事件详略、纲目命名、声口描摹等方法运用及

其产生的艺术效果）。

当然，上述认知结论的获取，存在两个必须加以说明的前提。其

一可称之为“叙事统括”，即淡化经籍、史传与小说的性质区别，而

将其统一视作叙事之文。它们之间的不同只在于事件比例的多少与训

诲程度的高低。经籍从伦理高度规定史传叙事的意义指向，司马迁曾

明确表示，写《史记》就是要“正《易传》，继《春秋》，本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

《乐》之际”b；刘勰也说“传者，转也。转受经旨，以授于后，实圣

a　姚松、朱恒夫译注：《史通全译》，贵阳：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97 年，第 397 页。

b　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 年，第 3296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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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之羽翮，记籍之冠冕也”a，说的都是史传对于经籍伦理价值的继承

性。史传则以丰富的事件成分充实经籍的伦理意味，一如孔子所言，“载

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”。其二可称之为“三位一体”。

按朱自清先生的考证，最迟到汉代，“志”“情”“意”三者的含义

就已趋同一 b，可谓异词而同义。尽管其中肯定存在更加精微的差别，

譬如孔颖达就说“在已为情，情动为志”等，但本文无意进行更加细

微的区分，而把它们看成是与主体精神追求有关的意义共同体，可以

根据行文的需要裁量使用。

西方叙事学就其本质而言也是关于“阅读”的理论，它将“注意

力投向阅读活动，试图说明我们如何读出文本的意义”c。经典叙事学

家们坚信：既然人类丰富多彩的言语行为都受内在语法的控制，那么，

在千姿百态的叙事作品那里，应当也有类似的支配力量（深层语法）

在起作用，叙事学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它揭示出来。从这个意义说，叙

事学就是受语言学成就所激励，将人类所有叙事材料视作巨型“文本”

的巨型“阅读”，其广泛程度仅从以下例证中即可见一斑。譬如，普

洛普关于角色功能的概括，从 100 个的民间故事里提炼而出 d；列维 -

斯特劳斯的《结构人类学》征用了巫术、宗教、艺术与神话等领域的

繁富材料，空间跨度涉及亚洲、欧洲与美洲等广阔的人类活动区域；

诺思罗普·弗莱的《批评的剖析》几乎把从神话、口传史诗、浪漫故

事到抒情诗、戏剧、散文等文类全部考察了一遍；仅仅是在《叙事虚

构作品：当代诗学》的第四章“本文：时间”里，里蒙 - 凯南提到有

名有姓的作家就多达 20 人 e；《叙事话语 / 新叙事话语》虽将《追忆

逝水年华》列为特定对象，可就是在“元故事叙事”这么一小节里，

a　刘勰：《文心雕龙注释》，周振甫注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8 年，第 169 页。

b　朱自清：《朱自清说诗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 年，第 8 页。 

c　〔美〕乔纳森·卡勒：《结构主义诗学》，盛宁译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1 年，第 16 页。

d　〔俄〕普洛普：《故事形态学》，贾放译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6 年，第 22 页。

e　〔以〕里蒙 - 凯南：《叙事虚构作品：当代诗学》，姚锦清等译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

1989 年，第 77—105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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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奈特就赫然列举 14 部作品以为例证。a 至于韦恩·布斯，他在《小

说修辞学》里对西方叙事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熟稔与广博程度更是令人

肃然起敬，心悦诚服。完全可以说，正是因为拥有广泛而丰富的阅读

材料，西方叙事学家的理论提炼才有了可资依托的坚实基础。

西方叙事学在揭示叙事文本及活动的关系范式上用力最勤。结构

主义向以关系性考察著称于世，认为事物的意义并不存于自身，只能

通过考察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才能获得。经典叙事学自结构主义发展

而来，自然从母腹那里带来了关系考察的天然印记。在列维 - 斯特劳

斯看来，神话不过是一种可以分解为若干更小单位（神话素）的语言，

它们的意义只有当其被相互参照着阅读时才可理解，只能在关系性比

对中才能彰明。阅读的中心任务与其说是阅读情节故事，不如说是去

发现、确定与分析这些单位要素间的关系。为了构建叙事的普遍语法，

格雷马斯借鉴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思路描述出一个抽象的符号系统（符

号矩阵），作品的全部意义皆来自其四个义项间的关系交换机制。b 布

勒蒙虽用“叙述逻辑”替代“叙事语法”，但其追寻深层规则的愿望

则与格雷马斯如出一辙。他从普洛普的功能理论那里获得启发，首先

确定表层事件的功能意义，然后依因果关系与事件走向的可能性，构

建起了一套既有历时考察又有共时归纳的规则系统。由此不难看出，

关系考察也是布勒蒙叙事学研究的理论重心。

关系范式同样也是英美叙事理论的兴趣所在，只不过其侧重不在

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语法，而在探究叙事交流过程中的修辞关

系。“修辞”一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有“关于说服艺术”的含义，韦

恩·布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开始其研究的。一个时期以来，小说理论

家片面推崇叙事的客观性效果，追求所谓“写作的零度”，对作家在

a　〔法〕热拉尔·热奈特：《叙事话语 / 新叙事话语》，王文融译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

1990 年，第 161—163 页。

b　〔法〕A.J. 格雷马斯：《叙述语法的组成部分》，王国卿译，张寅德编选：《叙述学研究》，北京：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9 年，第 98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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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作中主动表达价值取向的做法心存贬抑，布斯对此明确地予以质疑。

在他看来，作家在小说中的声音从未缺席过，静默客观的“显示”未

必真的比主观介入的“讲述”更加高明，它更有可能是后者叙事策略

的组成部分，是“‘讲述’所产生的一种局部效果”a，理论工作者与

其遽下断语，不如去考察作者的技巧选择对读者情感认知所起的引导

效果。西摩·查特曼与詹姆斯·费伦等人，将布斯的观点加以理论化

与体系化处理，对关系范式的考察更为自觉。在布斯那里，研究兴趣

主要还只集中在阅读效果与技巧选择的关系之上，目的不过是为了驳

斥纯客观性主张的虚妄不稽，而在查特曼那里，叙事修辞已被视为一

个完满的交流结构，涉及从真实作者、隐含作者到叙述者、真实读者、

隐含读者及受述者的复杂流程，抽象色彩与逻辑意味均显著增强；当

布斯探讨距离控制与叙事的可靠性问题时，其立足点主要还在作者（或

隐含作者）一方，而在查特曼的交流结构中，已经把“读者作为叙事

局面的本质特征包括进来”b，费伦则认为，把叙事修辞看成是一个交

流情境固然不够，像布斯那样视为作者对读者的说服艺术也有简单化

危险，费伦突出强调的，是作者与读者交流的往复性关系。他如此写道：

我所提倡的方法把重点从作为控制者的作者转向了在作者代

理、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中间循环往复的关系，转向了我们对其

中每一个因素的注意是怎样既影响了另外两种因素，同时又受到

这两种因素的影响的。c

从发现深层语法到关注效果控制，再到强调作者、文本与读者的互动

关系，西方叙事阅读理论的重心，存在一个由文本“内”向文本“外”、

a　〔美〕戴维·赫尔曼：《叙事理论的历史（上）：早期发展的谱系》，见 James. Phelan、Peter J. 

Rabinowitz 主编：《当代叙事理论指南》，申丹等译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7 年，第 15 页。

b　〔美〕华莱士·马丁：《当代叙事学》，伍晓明译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5 年，第 154 页。

c　〔美〕詹姆斯·费伦：《作为修辞的叙事》，陈永国译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24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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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“语法”向“语义”、由关注作为“物”的文本向关注作为“人”

的读者的迁移。只要对认知叙事学等叙事学最新进展稍加留意，这一

态势就更为清楚。长期以来，人们在描述叙事学的学科发展史时，往

往专注于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差异和断裂，而通过引入

关系范式的考察角度，或许会让我们对二者的联系产生新的理解。

二

考察中西叙事阅读理论的方法论差异，还须对各自的阅读文化传

统有个基本了解。

如前所述，中国叙事阅读的基本目标是体察作者心意情志，讽喻

劝诫是其核心功能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目标与功能的实现，主要是

通过诉诸人的听觉来进行，与“聆听”活动紧密相连。中国的叙事阅

读对听觉活动情有独钟，在华夏文化语境中，阅读的听觉意味无论是

深度还是广度均远超其视觉意味。“圣”字繁体作“聖”，从“耳”

从“口”，似乎已经在指示体察圣贤心意的通道途径；《左传》（襄

公二十九年）记吴公子季札观乐所发议论，其时他并非在读《诗》，

而是在聆听周乐的演奏，却能对“风”“雅”“颂”的意义娓娓道来，

如数家珍。在这里，“闻听”便是“察意”；纪昀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

用“如是我闻”和“姑妄听之”这样的次级标题来道明其听觉来源，

再将它们置于“阅微”的总名之下，“阅”中有“闻”，其义豁然。

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一部中国叙事阅读史基本就是一部叙事活动的“聆

听”史。《尚书·尧典》里“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”的

说法，已经尽数道明《诗》与“听”的密切关系：只要沿着声律这个

外在的声响表达不断上溯，就可寻绎到情志寄托的所在。这也就是春

秋时期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时何以言必称《诗》的原因。当然“言志”

也不是只有歌咏这种“清唱”的方式，还往往可以用钟鼓之声来加以

“伴奏”，《荀子·乐论》就说“君子以钟鼓道志”。钱锺书说《诗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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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“声歌雅颂，施之于祭祀、军旅、昏媾、宴会，以收兴观群怨之效”a，

说明歌咏已经全面参与了先秦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活，通过声音可以观

风俗、聚人心，还不仅仅用于“言志”一途；刘勰甚至注意到《诗》

中拟声词对文学描写方式的渗透，指明它们摹形状物的功能：“故灼

灼状桃花之鲜，依依尽杨柳之貌，杲杲为出日之容，瀌瀌拟雨雪之状，

喈喈逐黄鸟之声，喓喓学草虫之韵。”b“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”。

史传的兴起并没有改变中国古人对听觉活动的倚重，对聆听的强调依

然被保存并延续下来。这首先当然是由于《诗》、史同源的缘故。按

照闻一多、刘师培等人的看法，“史”大抵可区分为“有韵之史”与

“无韵之史”。前者等同于《诗》，“《诗》也是一种《春秋》”，

“史官也就是‘诗人’”c，既然《诗》史无分，史保留并延续了《诗》

的听觉偏好也就不足为奇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产生于散文出现之后的“无

韵之史”是不是也同样倚重听觉呢？答案仍然是肯定的，只不过呈现

的方式有所不同。在《诗》史一体的时代，瞽瞍乐师可以赋诵甚或教

诲的方式在朝堂之上表达对君王的婉讽，间接参与国家管理事务：

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，瞽献曲，史献书，师箴，

瞍赋，曚诵，百工谏，庶人传语，近臣尽规，亲戚补察，瞽史教诲，

耆艾修之，而后王斟酌焉。（《国语·周语》）

而在“无韵之史”亦即史传的时代，那个可以对面直陈的瞽史已经悄

然退隐于史籍的背后，化身为纸上的血肉，以“君子曰”、“太史公曰”

或者“赞曰”等声口面貌，将其道德教诲之声继续萦绕回荡在我们耳畔。 

“史统散而小说兴。”一方面由于经济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，市

民对耳目之娱的追求被催生激发，另一方面也由于佛教讲经内容的扩

a　钱锺书：《谈艺录》（补订本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4 年，第 38 页。 

b　刘勰：《文心雕龙注释》，第 493 页。

c　闻一多：《神话与诗》，长春：吉林人民出版社，2012 年，第 174—175 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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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化与活动的世俗化，至宋元时期，由“俗讲”发展而来“说话”艺

术高度繁盛，对听觉的倚重有增无减，“说话四家数，都是‘说’：

说经、说史、说参请、说合生、说诨话，以及小说”a，均与听觉有关。

此时的叙事阅读“华丽转身”为听觉消费，并且已经高度规模化与场

所化了。按《东京梦华录》中的记载，此等消费故事的场所有“大小

勾栏五十余座”，最大的瓦子可以容纳数千人，b 周密《武林旧事》中

标有明确区域方位的“瓦子勾栏”数量也达 20 余处，c 繁荣程度不难

想见。“说话”作为具有商业性质的阅读，其听觉消费过程也已经高

度程式化。孙楷第曾经概括讲唱经文的节次顺序：先是“讲前赞呗”，

而后“诠解经题”，再则“入文正说”，如是循环。d 虽然“讲经”与

“说话”的内容有别，一个讲唱经文要义，一个讲述俗世故事，但是“聆

听”的程式基本一致，这一点只要把它与话本小说（文本化的“说话”）

的组织架构相比照就十分清楚：“讲前赞呗”乃是“入话”中诗词歌

赋的前身，“诠解经题”相当于“得胜头回”中的意旨说明，“入文

正说”则类似于话本的正话部分。商业化“聆听”还催生出职业化的

说书艺人。精于此道者往往稔熟听众心理，长于敷衍铺陈，“一涉细故，

便多增饰，状以骈骊，证以诗歌”，还不时以生动的声口模仿来制造

波澜，从而收取笑噱之效，e 而那些“艺之次者”则无法进入勾栏之内，

只能在耍闹的宽阔之处浪荡献艺，聊以度日。

到明清章回小说那里，人声鼎沸的书场“说话”经艺术处理化为

仿真式的听觉情境。在此情境中，深厚的说书传统已然固化了读者的

听觉定势，阅读成为读者（听众）与叙述者（说书人）之间的听觉“合

谋”。前者一方面欣欣然将自己置身于想象性的书场茶肆之中，另一

方面对后者的预期召唤心领神会：一听到“列位看官”，马上明白叙

a　龚鹏程：《中国小说史论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8 年，第 203 页。 

b　［宋］孟元老：《东京梦华录》，李士彪注，济南：山东友谊出版社，2000 年，19 页。 

c　［宋］周密：《武林旧事》，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4 年，第 92 页。

d　孙楷第：《俗讲、说话与白话小说》，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1956 年，第 44 页。

e　鲁迅：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14 年，第 89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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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者很可能要暂时中断故事进程，进行评点干预了；一遇见“有诗为

证”“有词为证”，便对叙述者自证才情的跃跃欲试了然于心，性急

的读者往往直接跳过，径直进入下文；每当“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”

出现时，意味着先前的故事即将岔开，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是新的故事；

每当情节关键处出现“欲知后事如何”时，他能做的便是暂时按捺好

奇之心，而将期待的满足留待往后。这些带有鲜明书场特色的叙事套

语，发挥着重要的听觉提示功能，“这种假想的听众和说书人的介入，

类似我们上文提到的‘太史公曰’的史文手法，形成事件的模仿和叙

述者的评论双线发展的特殊修辞效果”a。

突出科学主义的指导原则，强调科学方法论的运用，是 19 世纪以

来西方文论的一大特征，俄国形式主义者曾借此为理论武器，旗帜鲜

明地表达对象征主义的反动。艾亨鲍姆宣称：“我们决心以对待事实

的客观的科学方法，来反对象征主义的主观主义美学原理。由此产生

了形式主义者所特有的科学实证主义新热情。”b 罗曼·雅各布森干脆

直接宣布俄国形式主义是关于“诗学科学的探索”。这种科学主义倾

向在法国文论里表现得尤为突出。

法国文论中的科学主义崇拜，无疑是因自然科学日新月异的新成

就而起。文学研究者在震惊与“钦羡”之余，发现从自然科学那里获

取路径启示并非没有可能，因为与文学一样，“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

对象自然仍然是人，而且正在向前发展的科学已经发现了大批关于人

的精神和肉体的存在本质的事实材料，这些资料每日每时还在增多。”c

换言之，对人类生活的共同关注，为文学研究移植自然科学方法提供

了可能。巴尔扎克自称“从莱卜尼兹的原子论、贝丰的有机分子论、

尼特海姆的生命机能力说”以及查尔·波奈的“接合说”那里，学会

a　〔美〕浦安迪：《中国叙事学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6 年，第 100 页。

b　〔比〕J.M. 布洛克曼：《结构主义：莫斯科—布拉格—巴黎》，李幼蒸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

1980 年，第 41 页。  

c　柳鸣九主编：《自然主义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8 年，第 528—529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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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如何处理典型与类型的关系；a左拉坦承自己受实验医学启发，写《黛

莱丝·拉甘》的目的就是“研究情欲、本能的冲动、神经性发作给大

脑造成的损害等因素，在这两个没有理性的人身上暗中发生的作用”b。 

在实证主义哲学的支持下，泰纳主张艺术与科学的“联姻”：“能

够给美提供主要的根据是科学的光荣，美能够把最高的结构建筑在真

理之上是美的光荣。”c 认为文艺的变化之因不能如黑格尔那般寻自抽

象的精神领域，而应从其赖以生存的要素中加以发掘。在《〈英国文学史〉

序言》中，他将此要素归结为种族、环境与时代三个方面。考虑到之前“法

国文学批评大都是直觉的，而且往往是印象主义的；……对系统的理

论兴趣是很少的”d，泰纳的 “三要素说”摒弃了印象批评的随意性，

依自然科学的分类原则建立起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，为文艺批评这棵

古老的学术之树嫁接了科学主义新枝，生结出了崭新的精神果实。从

这个意义上说泰纳开启了法国文论的现代化与科学化进程亦不为过。

比较文学“法国学派”的崛起，是科学主义追求在文学研究领域

取得巨大进展的又一例证。该派的研究理路之所以被称为“影响研究”，

皆因其特别强调跨国别作家作品之间的渊源影响关系。为保证研究结

论的可靠性，“法国学派”秉持严格的科学实证态度，将文学现象（事实）

间的因果关系视作获得真理性认识的依据。为此，他们在操作实践上

力求找到渊源关系的起始方、传递者与终结方，对从前者到后者的“旅

行”路线进行追根溯源，广泛搜集作家的生平、日记、游记、回忆录、

往来书信以及有关的评论文章等，来作为其立论的文献资料与物质证

据。上述事实充分表明，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诞生，是有其浓厚的科学

主义文化氛围的。

结构主义叙事学对科学主义传统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

a　王秋荣编：《巴尔扎克论文学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6 年，第 58 页。

b　柳鸣九主编：《自然主义》，第 461 页。

c　〔法〕泰纳：《艺术哲学》，傅雷译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63 年，第 347 页。

d　〔美〕雷纳·韦勒克：《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》，刘让言译，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1989 年，

第 39—4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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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是强调对象的客观性。托多罗夫在总结俄国形式主义的特征时曾

指出，形式主义者从一开始“就把作品作为考虑的中心，他们拒绝接

受当时支配俄国文学批评的心理学、哲学或社会学的方法，……（认为）

不能根据作家生平、也不能根据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分析来解释一部作

品”a，这段话用于评价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同样恰如其分。其次是强

调规则的普遍性。托多罗夫受奥尔特加·依迦赛“科学所关注的不是

具体的事物，而是替代具体事物的符号系统”一说的影响，b 认为文学

科学的关键是去发现“情节”。当然“情节”在此不是指单部叙事作

品的事件安排，而是指能够涵盖一切叙事作品的普遍结构，它潜藏于

表层叙述背后却又起着普遍的支配作用，具体作品仅仅“被视作某个

抽象结构的表现，仅仅是实现这个抽象结构的一种可能”c。由于人类

认知心理的相似性，托多罗夫坚信这种普遍语法必定存在。其三是强

调方法的透视性。这一特点其实由“规则的普遍性”所规定：既然普

遍结构在逻辑上完全成立，那么对叙事作品进行透视分析使之豁现出

来自然顺理成章。至于如何豁现，下文还将进一步展开论述。

三

中西叙事阅读的目标与传统至此得以初步彰明，我们最后来探讨

二者的实现方式，亦即方法论问题。

如前所述，中国的叙事阅读讲求聆听作者心意，藉此实现伦理教

化之目的，那么，我们自然要追问聆听的实现方式问题。最简明也最

直接的方式当是“循声察旨”，即叙述者将其立场观点以明确方式加

以表达，此时无论是叙述者之“声”还是隐含作者之“旨”，都极为

a　〔法〕茨维坦·托多罗夫编选：《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9 年，

第 7 页。

b　〔法〕茨韦坦·托多洛夫：《叙述的结构分析》，盛宁译，朱立元、李钧主编：《二十世纪西

方文论选》（下卷），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146 页。

c　同上书，第 14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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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豁易明，于读者获取毫无困难。在史传叙事那里，叙述者多采用诸

如“君子曰”“太史公曰”式的“史臣”口吻来传达自己的心意态度。

刘知几曾对《史记》的此类“论赞”颇有微词，说它有炫耀文采的可

疑动机，与史书的简约法度很是不合。a 刘知几在此可能只记住了历史

叙述“持论宜阔略”的写作要求，却忘记了发挥教诲作用原本也是史

官的重要职责。既然要发施教训，何如直书评论来得直接？随着虚构

成分的不断增强，后世小说里那些标示（模拟）史职身份的词语逐渐

消失，渐次以“偈语”“诗云”“赞曰”等变体面目出现，但这丝毫

不影响小说的曲终奏雅，读者很容易从叙事文的“卒章”听辨出所显

之“志”。

第二种方式可以称之为“依声寻味”。长期以来，人们习惯于将

声音单纯地看成意义的载体，却忽视了声音自身所携带的丰富意味，

造成艺术韵致的白白流失。按赫希的说法，“意味”是“意义与人之

间的联系，或一种印象、一种情境”。b 它不等于意义，也难以言说，

更多是指通过阅读活动感受到的、与声源主体的情绪密切相关的声响

质地。罗兰·巴特将它命名为声音的“颗粒”。c 意味虽然不等同于意

义，却能以鲜活生动的艺术感受充实文本，使之立体丰满，具有咀嚼

不尽的恒久魅力，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，是“意味”而不是“意义”

成就了叙事作品的文学性。叙事文的声调语气无疑是体察意味的重要

入口，刘大櫆要求读者反复揣摩古人的神气音节，令其出入我之喉吻

之间，久之方有铿锵的金石声质 d；林纾曾以亲身经历加以佐证：“鄙

人每于不适意时，闭户读之；家人虽不明诗中之意，然亦颇肃然为之

a　《史通全译》，第 140—141 页。

b　引自 P.D. 却尔：《解释：文学批评的哲学》，吴启之等译，北京：文化艺术出版社，1991 年，

第 21 页。 

c　〔法〕罗兰·巴特：《显义与晦义》，怀宇译，天津：百花文艺出版社，2005 年，第 275 页。 

d　刘大櫆：《论文偶记》，郭绍虞、罗根泽主编：《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》，北京：

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9 年，第 12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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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容。”a 汉语中的语气助词属于虚词，“助”与“虚”的词性命名，

已然表明了国人推崇实际“意义”的态度。然而林纾注意到，“善于文者，

用虚词最不轻苟”，阅读时“断不能将虚词略过”，就是因为某些虚

词的使用，是感受人物精神气质的绝妙声响途径，此所谓“虚词详备，

作者神态毕出”。b 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一方面固然是为了“究天人之际，

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可是谁又能说，他忍辱负重的强大精神动力，

不是来自父亲临终前“哉”（“汝其念哉”）字的那声缓慢而又沉重

的绝响？ c 正是因为对灞陵尉那一声傲慢势利的“也”字刻骨铭心，李

广才一直心怀耿耿，必欲杀之而后快。d 李陵与苏武诀别前的那一声喟

然长叹（“已矣”）里 e，包含的又岂止无奈、怅然、遗憾这么几种有

限的情绪成分？同样，《醉翁亭记》通篇的 21 个“也”字，构筑起张

弛有度的环绕“立体声声墙”，把作者酒酣之余恬然自得的精神气度

回荡于读者耳畔。

由于“听”“说”须臾不可分离，古人对“听”的强调自然延伸

至对“如何读”进行考察，“因声求气”就是这种延伸的逻辑结果。

首先，由于“音节高则神气必高，音节下则神气必下，故音节为神气

之迹”，f 因此可以通过朗读声音的轻重权衡来体察作家的精神气度。

曾国藩对此说得非常透彻：“《四书》《诗》《易经》《左传》诸经、

《昭明文选》、李杜韩苏之诗、韩欧曾王之文，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

其雄伟之概，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。”g 其次，要重视语速

的驰骤缓急对理解产生的制约作用。姚鼐认为：“大抵文章之妙，在

驰骤中有顿挫，顿挫中有驰骤。若但有驰骤，即成剽滑，非真驰骤也。

a　林纾：《春觉斋论文》，郭绍虞、罗根泽主编：《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》，第 79 页。

b　刘大櫆：《论文偶记》，同上书，第 9 页。

c　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 2871 页。

d　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 3295 页。

e　班固：《汉书》，张永雷、刘丛译注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 年，第 65 页。 

f　刘大櫆：《论文偶记》，郭绍虞、罗根泽主编：《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》，第 6 页。

g　曾国藩：《曾国藩家书》，成都：四川文艺出版社，2008 年，第 9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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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精心于古人求之，当有悟处耳。”a 刘熙载对此颇有体会，他说“《公》

《穀》两家，善读《春秋》本经，轻读、重读、缓读、急读，读不同

而义以别矣”。b 应予特别强调的是“涵泳”这种经朱熹、曾国藩等人

提倡而声名大振的阅读方法。c 按朱熹之意，“涵泳”不是某种单一的

阅读方式，而是一种具有高度综合性的方法原则。他强调“熟读”的

重要性：“与其泛观而博取，不若熟读而精思”（《答沈叔晦》）；

也重视朗读的声效作用，认为读书“须要字字响亮”，“只是要多诵

遍数，自然上口，久远不忘”（《兴学斋规》）；他还要求读者立足

自身，通过反复玩味来体会作家的精神意趣：“徐读而以意随之”，“则

其不可涯者将可有以得之于指掌之间”（《读书之要》）。由“熟读”“多

诵”及“徐读”等字眼不难看出，“涵泳”实则与“因声求气”有着

密切的关系。作为中国版的文本细读法，小说评点要求阅读与批评实

现一体化，如此复杂的操作又岂能离开“涵泳”活动的参与？只不过

其“涵泳”目标更多受经史叙事法则的启迪，并且表现得更为技术化，

更具制作意识。金圣叹自言曾考察过《论语》一书的“制作”方式，d

他说“《学而》一章，三唱‘不亦’；《叹觚》之篇，有四‘觚’字，

余者一‘不’、两‘哉’而已”，意在提醒读者注意《论语》的词语

编排与运作方式，他进而将这种编排方式加以逻辑延伸。在金圣叹看来，

《庄子》《史记》亦不过是“以此数章，引而伸之，触类而长”的结果；

《水浒传》篇幅诚然宏大，然其神理结构也不脱《庄子》《史记》一途。

换言之，《论语》是某种方法论的“原型”，《水浒传》不过是《论语》

“制作”方式的扩大化与丰富化而已。这种看法，倒与热奈特的观点—

一切鸿篇巨制皆是一个动词的扩张 e—颇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
a　贾文昭编著：《桐城派文论选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8 年，第 134 页。

b　刘熙载：《艺概笺注》，王气中笺注，贵阳：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86 年，第 9 页。 

c　曾国藩称赞涵泳为“最为精当”之阅读方法，谕示儿子曾纪泽细加体会，参阅曾国藩咸丰八年

八月三日之《与纪泽儿书》。

d　金圣叹：《金圣叹全集》（修订版卷三），陆林辑校，南京：凤凰出版社，2016 年，第 21—22 页。

e　〔法〕热拉尔·热奈特：《叙事话语 / 新叙事话语》，第 1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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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一种方式可称之为“因默入神”。“默”是无声的空白，此

时叙述者的言说或者暂时中止，或者已经结束，读者既不高声朗诵也

不密咏恬吟，其物理声音已然停歇，阅读过程至此似乎处于绝对的缄

默状态。然而物理声音的消逝，才是想象性倾听的开始，正是挣脱了

有形之音的束缚，读者才能彻底沉潜于心灵深处，让主体思绪自由驰

骋于想象的广阔天地。“因默入神”不同于“微言大义”或史家曲笔

或者戚蓼生所称的“绛树二歌”，后三者大致可称“因默传神”，性

质属于“言在此而意在彼”。如戚蓼生《石头记序》所言：“第观其

蕴于心而抒于手也，注彼而写此，目送而手挥，似谲而正，似则而淫。

如《春秋》之有微词，史家之多曲笔。……写闺房则极其雍肃也，而

艳冶已满纸矣；状阀阅则极其丰整也，而式微已盈睫矣。”a“彼在”

的意义诚然没有直接道明，也处于某种沉默的状态，但它因“此在”

的言说所传达引发，意义内涵比较明确，其实现途径须借助读者的辨

析能力。

“因默入神”的性质属于“言已尽而意无穷”，此时“意”之内

涵已经高度虚化，并不具备明确的所指，它可能是某种感慨兴叹，也

可能是某种思考回味，甚至兴叹、回味的行动性也是“入神”的重要

构件。其实现手段也不再是通过读者的辨析力而是其想象力与领悟力。

“因默入神”的这种“神游”特点，对于叙事阅读具有极大的增值功

能。当白发渔樵的笑谈声消弭于江渚之上，《三国演义》回荡于读者

心头的，是盖世英雄而今安在的感慨，还是浓烈的历史虚无意识？当

《桃花扇·余韵》里最后的诗吟之声消散于舞台深处，听众内心涌起

的是彻骨的寒意悲怆还是兴替的苍凉慨叹？《红楼梦》篇末以偈语终

了，余音散尽之际，读者心中荡漾开去的是“遍被华林”的“悲凉之

雾”，还是纷扰世事的荒唐无稽？读者在此不必作出明确的选择判断，

只须反复入神回味便可，因为耐人寻味原本就是中国文学孜孜以求的

a　丁锡根编著：《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》（中）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6 年，第 1151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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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标效果之一。

西方叙事阅读理论受科学主义传统影响，其探求叙事普遍规律的

愿望在方法论上的总体特点，就是透视法则的运用。该法则对解释叙

事文的意义无甚兴趣，而把总结叙事规则作为根本目的，通过采用语

言学的分析模式，综合运用分类、演绎、图示等多种方法，试图建构

起叙事学的理论系统，为解释作品先行“设计一台描写仪器”a。

我们先看语言学模式的采用。罗兰·巴特宣称：

文学科学的模式，显然是属于语言学类型的。因为语言学家

不可能掌握语言的所有句子，所以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假设的描写

模式，从此，他们就能解释无限句子的生成过程。无论需做多大

的修正，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尝试把一方法运用到文学作品的分析

中来。这些作品本身十分类似于无数的“文句”，它们是通过某

些转换规律而由象征的一般语言衍生出来的，而这些转换规律，

又是以更为一般的方式，由关系到描写的某种有意义的逻辑而形

成的。换句话说，语言学可以把一个生成的模式给予文学，这模

式适用于一切科学的原则。b

在这种认知的推动下，结构主义叙事学者通过从概念术语到结构逻辑

的全面借用，来表达对语言学模式的致敬。譬如，他们用“时序”来

表示原始事件与被叙事件的时间处理；用“语态”来指称人物与叙述

者的角度选择；用“语式”来指称叙述者的陈述与描写方式，用“语法”

来指代叙事文的内在结构等等，希望以此来构建一套可与语言学等量

齐观的描述体系。托多罗夫与热奈特甚至认为，文学作品都不过是谓

a　〔法〕兹维坦·托多罗夫：《从〈十日谈〉看叙事作品语法》，黄建民译，张寅德编选：《叙

述学研究》，第 187 页。

b　〔法〕罗兰·巴特：《文学科学化》，温晋仪译，朱立元、李钧主编：《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》

（下卷），第 131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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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动词变化组合的结果，前者将《十日谈》中的人物视为名词，个性

特点视为形容词，行动看为动词，小说中的平衡与波动是动词运用而

制造出来的结果；a 后者干脆宣称《奥德修纪》与《追忆逝水年华》这

样的宏篇巨制就是“一个动词的扩张”：“奥德修斯回到伊塔克或马

赛尔成为作家”以某种方式的延长。

对规律性与客观性的强调，使得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方法论不由

自主地向自然科学靠拢，其主要类型有：（一）演绎法。首先假定

一个先验结构模式的存在，然后分析其构成特点，并以之为依托

来解析具体叙事作品，是不少早期叙事学者的共同思想理路。罗

兰·巴特在《S/Z》开篇写道：“据说，某些佛教徒依恃苦修，最终

乃在芥子内见须弥。这恰是初期叙事分析家的意图所在：在单一的结

构中，见出世间的全部故事（曾有的量，一如恒河沙数）。”b 格雷

马斯也认为，倘要扩大分析叙述的应用范围，必须先行设计一个具有

普遍符号语言学性质的描述模式。c 热奈特的思路与之大致相似，虽

然他声称《叙事话语》一书以《追忆逝水年华》为具体对象，但“为

使论述更带普遍性，……《追忆》在此将只是一个托词，为一种叙述

诗论提供例证，添加注脚，在该诗论中它的特点将消失在‘体裁规

律’的先验性中”d。“注脚”“先验”诸语云云，已经把热奈特的

真实想法暴露无遗。学者们对演绎法情有独钟，一方面当然源于语言

学模式的直接启迪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彻底的归纳法实施起来存在难

以克服的障碍：没有谁有能力把恒河沙数般的叙事作品进行彻底的分

门别类，因此绕过归纳阶段，劈头从演绎开始，反而不失为好的解决

办法。 

（二）分类法。分类法是结构主义叙事学最为偏爱也最为擅长的

a　〔法〕兹维坦·托多罗夫：《从〈十日谈〉看叙事作品语法》，黄建民译，张寅德编选：《叙

述学研究》，第 186 页。 

b　〔法〕罗兰·巴特：《S/Z》，屠友祥译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0 年，第 55 页。 

c　〔法〕A.J. 格雷马斯：《叙述语法的组成部分》，王国卿译，张寅德编选：《叙述学研究》，第 95 页。

d　〔法〕热拉尔·热奈特：《叙事话语 / 新叙事话语》，第 4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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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，仍以罗兰·巴特为例略加说明。罗兰·巴特在确立先验描述模

式之后，进而将其分成三个层次：“功能”层、“行为”层与“叙述”层。

“功能”层又可区分出“功能”与“迹象”两种类型，前者必须对下

文有引起作用，后者则以模糊的方式加以暗示补充。由于叙事单位的“功

能”不可能绝对平均，所以“功能”又有“核心”与“催化”之别，“核心”

功能是事件叙述不可缺失的“铰链”，“催化”功能则用来填充“铰链”

之间的叙述空隙，一部叙事作品就是无数的“功能”与”迹象”、“核心”

与“催化”叠加组接起来的产物。热奈特的叙事形式分类同样令人眼

花缭乱：“同叙述叙事与异叙述叙事（叙述者是或不是故事中的人物）；

外叙述叙事与内叙述叙事（叙述者的叙述行为发生故事之外或之内）；

内聚焦与外聚焦，等等。”甚至“米克·巴尔、杰拉尔德·普林斯以

及苏珊·兰瑟等早期叙事学家都表现出对分类学的热情”。a 结构主义

叙事学家对分类法的热衷，折射出的是这样一种乐观主义心理预期：

叙事规律尽管纷繁复杂，但仍然是可以通过“透视”分析获得了解与

掌握的，既如此，何妨把它梳理得整饬有序？

（三）图示法。为使叙事法则更具逻辑概括性，西方叙事学者往

往大量使用图示法（包括表格、公式等），其数量之多，运用之广，

推论之抽象细致，考诸西方文学理论史亦不多见。如果说格雷马斯用

纵横交叉的线段来“描绘”四要素的关系，还只是在用矩阵来图示聚

合模式的意义图景，那么他所谓的“拓扑句法”就堪比数学公式，是

纯粹基于数理逻辑的推导演绎，b 而且这种数学公式式的推导演绎似乎

还有普泛化趋势，在这方面，后起的普林斯堪可引为格雷马斯的同好；

如果说菲利普·阿蒙运用表格模式还只是意在对人物性质进行统计学

a　〔德〕莫尼卡·弗卢德尼克：《叙事理论的历史（下）：从结构主义到现在》，见 James. 

Phelan、Peter J. Rabinowitz 主编：《当代叙事理论指南》，第 26 页。 

b　参看 A.J. 格雷马斯：《叙述语法的组成部分》，王国卿译，张寅德编选：《叙述学研究》，

第 113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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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类 a，以便从中提取共性，那么苏里奥关于戏剧故事中的六种功能符

号就已经完全图像化，b 其描述效果直与今天微信、QQ 中的表情包相

差无几，人们要做的工作，只是根据剧情来加以组合描述而已。倘若

把列维 - 斯特劳斯仿效管弦乐谱而“绘制”的神话功能“排列图”、

布勒蒙的叙述可能“逻辑图”以及查特曼的叙事交流“情境图”也一

并算入，则图示法的阵营将更为壮观。说离开了图示法，经典叙事学

就无法进行理论言说可能有点夸张，但缺少了图示法，它将黯然失色

却肯定会是事实。只有对建构符号学理论模式的雄心壮志有深刻洞察，

我们才能对经典叙事学的图示法偏好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。

与中国叙事阅读的“重听”偏好相比，西方叙事阅读理论的视觉

主义色彩更为鲜明，此中大量具有视觉意味的术语运用便是明证。只

是为了描述讲述角度的选择，叙事理论的工具箱里就放置了贴有“视

点”“视角”“视域”“眼光”“透视”“观察角度”等标签的多把工具，

饶是如此，热奈特还是觉得不满意，认为它们都不如“聚焦”一词来

得贴切，因为“聚焦”更具角度的可调节性意味。c 对于热奈特来说，

视觉描述不是有无必要的问题，而是如何描述得更为精准到位的问题。

由角度描述而引发，更多视觉意味的术语应运而生：根据人物所知程

度派生出来“内聚焦”“外聚焦”或“零聚焦”，根据其观察角度进

行叙述的人物称为“焦点人物”“聚焦者”，被观察的客体称为“被

聚焦者”，等等。随着新叙事媒介的涌现，这种诉诸视觉性质的术语

还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。d 有些术语虽然没有采用直接的视觉词汇，

但是含有明确的视觉隐喻色彩。比如，“情节”往往被理解为按因果

关系进行的事件排列，引起与被引起的秩序感让它具有明显的视觉意

味；“展示”由于最大限度地令“讲述”的痕迹消失，从而制造出一种“如

a　参看菲利普·阿蒙：《人物的符号学模式》，张小鲁译，张寅德编选：《叙述学研究》，第 320—

324 页。

b　参看傅修延：《讲故事的奥秘》，南昌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，1993 年，第 74 页。

c　〔法〕热拉尔·热奈特：《叙事话语 / 新叙事话语》，第 129 页。 

d　参看傅修延《从西方叙事学到中国叙事学》，《中国比较文学》，2014 年第 4 期，第 246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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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眉睫之前”的“真实”幻觉；“全景”因从远处来进行艺术处理，

人们对事件信息的整体状况更为了然，含有“尽收眼底”之义，等等，

这样的术语在叙事学的术语库里还为数不少。

视觉隐喻不但体现于概念术语之中，也同样体现在叙事阅读的目

标设定与方法论上。自柏拉图开启了视觉与理性的合流之途以后，伴

随文艺复兴、启蒙运动以及近代科学主义对理性精神的不断鼓吹，视

觉逐渐确立起对其他感觉的绝对优势，最终形成了西方文化中的视觉

中心主义传统。这一传统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：其一是运思方式

的二元对立模式，即按诸如具体与抽象、感性与理性、现象与本质、

主观与客观、外在与内在这样的形而上学分类来理解世界，前一类项

往往显性易变，后一类项基本隐性不变，而在价值意义上，后一类项

一般有重于前一类项。因此，当结构主义叙事学企图在万千叙事作品

里找寻“深层语法”时，其视觉隐喻意味不言自明。只不过叙事学在

意的是寻绎普遍描述模式，而回避了其价值意义的探求，也算是在遵

从二元对立模式“共性”的同时，为自己保留了一丝理论“个性”。

其二是言说方式上的“以视为知”观念，即认为视觉可以通过图像、

符号的方式如实反映真理，知识能够借助视觉方式来获得理解，这就

是知识的图像化或者可视化。图示法的视觉色彩无须多说，就分类法

而言，当叙事话语的定义、构成、类型、特点被按照建筑物式的结构

进行层递分解，读者因而得以更为明晰地理解其内在状况时，其视觉

意味同样昭然若揭。

视觉中心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本质主义，它片面强调理性的至高无

上，把人类原本无限丰富的体认世界史简化为关于深度本质的探讨史，

目前正遭到越来越多的批判乃至否定，偏爱语法抽取与话语分类的结

构主义叙事学同样遭遇这样的挑战与质疑。结构主义叙事学意在分离

出使“符号得以结合成为意义的一组潜在规则，它几乎完全忽视符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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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所‘说’的东西”，a 因此，人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，“这

又能怎么样？所有这一切细分再细分的范畴对于理解文本有什么用

呢？”b 换言之，阅读意义的缺位，是结构主义叙事学无法回避的问题，

也正是因为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，才导致它于 20 世纪 80 年代

以来的不断式微以及后经典叙事学的兴起。考虑到结构主义叙事学的

视觉主义色彩，我们某种意义上可以说，它的风光不再与逐渐式微，

恰是视觉中心主义地位终将动摇的理论“寓言”。今天，我们倘若要

体验阅读的乐趣，就不但要重视阅读的思想启迪之功，也要强调阅读

的鲜明感受之效，而要做到后一点，以“聆听”来弥补“透视”的不足，

保持阅读感觉领域的“生态平衡”至关重要，或许这就是比较中西叙

事阅读方法给予我们的启示。

a　〔英〕特雷·伊格尔顿：《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》，伍晓明译，西安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

1987 年，第 107 页。

b　〔德〕莫尼卡·弗卢德尼克：《叙事理论的历史（下）：从结构主义到现在》，见 James. 

Phelan、Peter J. Rabinowitz 主编：《当代叙事理论指南》，第 27 页。


